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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聒噪的时代里沉默与呐喊
朱大可作品研讨会纪要

时间：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

地点：北京邮电大厦会议厅

主办机构：北京鸽与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《社科新数目·阅读导刊》

协办机构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记录与整理：张小茅（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【编辑按语】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，朱大可尽管只发表了数量有

限的文论，却在批评界拥有大量推崇者和追摹者，其长期坚持的“原创性写作”，

已经受到普遍认同与尊敬。但朱大可在１９９４年出乎人们意料地出走澳洲，中

断了这令人关注的写作。而富于戏剧性的是，朱大可在１９９９年的“复活”，成

为北京文化界本世纪最后一个热烈话题。日前在乍寒还暖的北京举行的“批评的

使命－－朱大可文论作品研讨会”，不仅是旅居澳洲五年的朱大可“浪子回头”、

“重返文坛”的信号，而且也成为中国批评界在新纪元重振旗鼓的契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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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大可专著《聒噪的时代》文集，收录了朱大可十

年来最最负影响的十二篇作品，包括“缅怀浪漫主义”、“燃烧的迷津”、“先知之

门”、“空心的文学”、“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”、“流氓的精神分析”等脍炙人

口的文章，它们以奇特的隐喻式语体（有人戏称为“朱语”）对中国当代文学、文

化和中国民族精神，进行了深刻有力的解构与批判，该书的出版，一扫当下的伪

思想、假文化和媚俗主义的颓败之风，为“大市疲软”的中国文化注入了一剂“强

心针”，受到许多文化界人士的称誉和推崇，被认为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理论的一个

“强劲的尾声”。

阅读导刊的主编张维特和编辑沈浩波主持了是次会议。参加研讨的的有来自

京沪等地的文学批评界著名专家学者：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白烨、首都师范大学

教授中文系教授陶东风、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孙津、《文学评论》杂志副主编许明教

授、中国文化报副主编崔成泉、《中国文论报》副主编李秀龙、上海师范大学副教

授张闳、中央民族大学敬文东以及当下走红的新锐诗人暨批评家徐江等等。此外，

在京的许多著名诗人均到场祝贺。他们是：前《诗刊》主编刘湛秋、获诺贝尔文

学奖提名的诗人王家新、先锋诗人张小波、欧阳江河、李亚伟、宋炜、孙文波、

候马、树才和莫非等。他们在高度评价朱大可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所作贡

献的同时，也就文学批评的现状发表了精彩见解。与会者认为，１９９９年中国

文坛出现的批评风潮和朱大可的“复出文坛”，可能是文化复兴的一个微妙信号。

本次会议由著名诗人及出版人张小波策划，北京鸽与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

《社科新书目·阅读导刊》联合主办，湖南文艺出版社协办。新闻媒体代表则来

自北京晨报、四川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文化报、精品与购物指南、中华读书

报、中国合作新报美周刊、科学时报今周刊、和读者俱乐部杂志、中国文化研究

杂志等。

张 闳：朱大可的写作最引人注目之处，即是其独特的文体特徵。新近出版的《聒

噪的时代》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--编者注）一书是一部具有强烈的颠覆性的著

作，首先是对当下各种话语方式的颠覆。与当前的三类话语体系──官方意识形

态话语、大众流行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截然不同，朱大可完全形成了属于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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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的独立而自由的话语方式。他的笔触能总是够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，另一

方面又通往信仰的高度。他似乎找到了一条由个人精神通往终极价值的通途。这

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。读朱大可的文章，总是使我想到“庖丁解牛”这个寓

言。一种游刃有余、炉火纯青的艺术。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家，而是一位“批

评艺术家”。

许 明：大可的纯粹个人风格的华丽的语体，是一种美文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但我

在此要强调的是，作为一个批评家，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。

我认为在上海的市民现实主义文化中产生朱大可这样的批评家，是一个奇迹。上

海是一个典型的市民都市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消解令人痛心。朱大可在这样的境

遇中发展出他的人文精神，真是难能可贵。他的“缅怀浪漫主义”和“空心的文

学”具有时间上的穿透性。他早在十年前就对市民现实主义和气功浪漫主义实施

了严厉抨击，显示了高度的预见性。今天，人文主义、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缺失，

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。回望朱大可的文章，可以说是字字有应。另一方面，

人们一直对朱大可有一种误解，把他划为先锋派批评家。但我认为他的情感方式

和信仰其实是非常古典的。他的先锋姿态掩盖了内在的道德传统。

孙 津：在我看来，朱大可的《聒噪的时代》实际上拉开了一个广阔的平面，他

的视野从文学到神学、从当下景象到远古记忆，都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。这是一

个杰出批评家的标志。大可最终关怀的是人的命运。当下中国流行着一种我称之

为“汉奸文化”的东西，也就是各个媒体在话语上竭力模仿港台和海外的流行语

体，从而导致了大陆文化的颓败。朱大可的意义，就是确立了自身的话语构架，

为文学和媒体创造自己的话语开辟了道路。

白 烨：我喜欢朱大可的文章，是因为他的批评体现了不妥协的批评精神。长期

以来，朱大可始终坚持这种精神，真是罕见。从 80 年代到今天，十几年过去了，

许多有风格的批评家都转向了，放弃了，而朱大可却始终如一。这种一以贯之的

批评精神真是太少了。我认为，朱大可的文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，而

具有广泛的意义。他的不妥协和不手软的批评精神应当予以首肯和张扬。他在 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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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撰写的那篇谈论新时期文学死亡的《空心的文学》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他从

人文精神缺失的角度对许多作家进行了批评，此前，他还对谢晋电影模式进行了

激烈批评，令人读来深感震撼。他所批评的对象在当时都是文坛名流，非常叫好

的一些人。有一些问题我们当时也看到了，但他打得更狠，也打得更准。而更重

要的是，他并不限于批判和颠覆，而是满含着一种更高的人文精神和理想。在他

的犀利的抨击中充满着建设性的思想。另外，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语言风格。我向

来主张批评也应当是一种创作，具有美文的特徵。我过去喜欢李健吾和勃兰兑斯

的风格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朱大可的批评文论确实有独特的魅力，以感性的语言表

达理性的思想。他的文论中有一股奇异的气，推动他的行文向前滚动。他的每一

个段落都相当短小，一个意思一个段落，简洁、精悍，读来非常过瘾，令我感到

钦羡。80 年代的批评整体上是疲软的，但现在已经有了重新昂扬的迹象。我希望

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。

陶东风：我读了朱大可的《聒噪的时代》和附在其后的胡河清关于他的评论文章，

我感到他们两个都是“巫师”。大可文章中流露出一种专断性和不容置疑的语言风

格，这种语言极富魅力。他洞察一切，同时又有一种“话语暴力”倾向。他将历

史和现实统统置于他的话语暴力之下，他把屈原和李白等历史人物及许多历史景

象都转换成为他个人的精神资源，进行自由阐述，形成了一种半文学半谶语的话

语特徵。朱大可扮演着由哲学家、文学家和上帝等各种角色相混杂的复合体。神

奇的超验的感悟、贵族式的趣味、还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，这些在

他身上都很奇特地结合在一起。（许明插言：他的这种文体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。

我觉得，他对马克思的继承超越了某些自命不凡的人。他的诗意语言和批判精神

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著述，特别是政论文章中找到渊源。）朱大可的批评没有对话

性，他寻求的不是“对话”，而是“独白”，是自言自语。

黄卓越：朱大可的作品首先给我以惊异感，与我所读到的所有批评文章都截然不

同。庞大的知识体系，结合著对于神话、历史和现实的明晰了解，丰富而密集地

隐藏在其特有的批评构架之中。在我看来，大可的批评有两种风格类型，其一是

诗性批评，采用隐喻式的写作，洋溢着诗意的光辉。其二是独白批评，他的文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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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上是一种自言自语，也就是发展出了一种独断的和内省式的话语方式，采用

排他法，把价值对象逐一排除，最后只剩下他自己。他自己成了价值的内核。一

方面他丧失了土地和家园，另一方面他却拥有一个灵魂的家园，后者是一种神性

的东西。朱大可拥有自己的主体，他不是一个“空心人”。神秘的的语言锁链，带

有咒语的性质，这些都是其特有的精神表徵。他的拒绝“对话”，也也可看作是他

的精神纯粹性的表现。

李秀龙：朱大可的文章我一直十分关注，也十分欣赏。他的语言极具穿透力和心

灵的能动力，从他的文章中，我能够读到隐含在其深层的、充满某种情怀的东西。

我觉得，他一直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从事写作的。他所面对的不仅是文学作品，

同时也面对生命。信仰问题不是一个理性的世界观念问题，我认为，恰恰是在世

界观出现疑问时，也就是人们在面临生命绝境时，信仰才产生。在朱大可的写作

中，充满了对人类这种生存经验的逼问，他以犀利的言辞直逼人类精神的核心。

在精神的绝境处，让我们看到信仰的光芒。

张 闳：我想补充说明几点。我不认为朱大可的文体只是一种华丽、漂亮和抒情

的风格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“美文”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修辞学问题。它的风

格奇崛，恍惚，意义复杂多变，它拒绝任何坚硬、武断的价值判断。这种奇特的

文体是一种全新的美学表达，首先是对传统的制度化的美学的抵制和反叛。从这

个意义上看，朱大可的写作还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政治学意义。另一方面，我也不

认为朱大可的写作具有什么“人文深度”。它有一种深度，但不是人文主义的。他

对诗性和神性的显现与众不同，常常将一些感官直接以超验的形式予以表达，把

肉体的行为直接转换为灵魂的体验，排斥了任何（如朱大可自己所称的）“中间价

值”的中介。人们往往将诸如“人文精神”之类的“中间价值”神圣化，终极化，

这在朱大可看来只是人类自己所制造的一个精神“神话”。朱大可的写作则是要破

除种种中间价值的“神话”，它可称之为“反神话”写作。

徐 江：我要借用足球界的一种现象来比喻文学评论界的现状。古利特主张要踢

一种“性感足球”，也就是要求足球充满活力和美感。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变得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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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越深刻了，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，但我觉得缺乏活力和美感，不好看。我要问，

深刻是不是一定要以生涩和枯燥为代价？或者说，是不是非要陷入一种非常压抑

的状态不可呢？我在读了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，忽然发现历史著作也可

以有另一种写法，写得像小说一样有趣，可读。历史著作尚且如此，文学批评为

什么就不能这样呢？“性感”就是生命力的充盈。我读大可的文章，一句话──

过瘾！第一，他有不同凡响的勇气；第二，他注重了批评的文本性。他的文论既

是学术论文，又可以当作文学创作来读。大可的探索为当代评论界指出了一条新

的道路，我希望有更多的批评家能够走这样的道路。

莫 非：在 20 世纪的中国诗歌批评中，大可所达到深度和境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这也正是大可的价值所在。刚才徐江说希望有更多的朱大可出现，我认为这不太

可能，也没有意义。

王家新：我今天到这里来，只是向朱大可表示敬意。在这个时代，能够读到朱大

可的书，我感到很荣幸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这样一位朋友在关注着精神生活，

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们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幸事。

树 才：朱大可本身是一股活水，他符合我的对批评的期待，他的确是不可多得

的。他所关注的有时候是非常“古典”的──他关注生命本身。他身上似乎有一

种很邪乎的力量。朱大可的存在使平庸的东西脸红。

孙文波：在当代中国，能够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的批评家极少。许多批评家

的批评写作完全是随机的，单篇文章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从总体上来看，从

立场到表达，一片混乱。我认为朱大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。他有自身的

立场，并能从这种立场出发，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纳入他的批评框架，从神话、

历史到当代文学。我对他的某些观点并不同意，但对他的这种个性化的、成熟的

批评话语体系十分钦服和尊敬。

崔景泉：我关心的是，朱大可文论──我指的是这本《聒噪的时代》──的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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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带有信号的意味？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之交，文学和文化的现状都令人不

安。朱大可的重新出现，正与当下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重新活跃相呼应。我想，

这是否预示着新世纪一个文化复兴时代正在悄悄逼近？

（对于一些在外地的批评家，《阅读导刊》作了远程电话采访，以下是电话记录的

要点）

谢有顺（青年批评家）：朱大可和可贵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他创造了一种评论

文体，十分奇崛，别人很难模仿。朱大可的思路、知识背景、话语方式都极为独

特，具有很强的独创性，这在中国批评界极为罕见。朱大可的知识体系中有两大

背景作为支撑，这令其它人很难企及。其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洞察，热爱和了

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有人在，但大都是一种迷恋，迷进去了，便再也出不来，而

朱大可不是迷恋，是洞察，他很清醒，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消解机

制，他意识到其中的黑暗觉得部份，他走进去了，但能全身而退。另一个背景则

是对希伯来文明的了解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，朱大可对希伯来文明、对《圣经

旧约》的了解是较为深入的。正是由于他对东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，使他具备了

对当下文化深切的把握能力，他甚至具备了一种从现状所提供的精神线索中对未

来有所预见的能力。朱大可的迷人之处还在于他的激情、他的批判精神、他的终

极关怀、他的艺术直觉、他的强大整合力。朱大可的真正价值至今还没有为人们

所深切地认识到，总有一天，人们会回过头来翻开朱大可这一页的。

杜 釜（上海有线电视台“阅读”节目编导）：读朱大可的评论文章，真的能觉

出所谓“语言狂欢”的感觉。朱大可的文字极为绚烂，通常的情况下，语言过于

绚烂容易导致其质地的异化，使其沉浸于语言之中不能自拔。而朱大可的绚烂却

是一种辞能达意的绚烂，从这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朱大可的文章是字字珠玑。但

这对读者的要求就更高了，因为读者很容易为其语言所迷惑，而难以深察其精神

核质。这就象唐朝李商隐的诗，很多读者迷恋于李商隐诗歌中词语的光泽，而忽

略了他的神髓。同样，朱大可的文章需要细读，细读之下，他的份量就会想庞然

大物一样显现，他的文章中随时出现的灵光会使读者如同醍醐灌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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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全文原载文学双月刊《芙蓉》杂志 2000 年第 2期）


